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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应用政策网络分析方法，以福建省尤溪县为例，从政策执行过程角度探讨土
地增减挂钩收益分配关系形成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 ( 1) 新增耕地指标省域内市场化交易机
制为形成健全的增减挂钩政策执行网络提供了关键的经济激励; 挂钩指标收益分配包括县－乡之
间的初次分配以及乡－村之间的二次分配两个阶段。( 2) 在政府主导型模式下，占据网络中心位
置的县级政府在与上级国土部门的互动中取得指标收益分配的决策主导权，根据政策环境灵活
调整指标收益在县－乡之间的分成比例; 处于网络边缘位置的村集体( 和农民) 在权力不对等的
乡镇－村庄互动中仅获得固定标准的拆旧补偿，难以实现对土地收益的按比例共享。( 3) 总之，
土地增减挂钩收益分配关系内生决定于政策网络运行过程之中，是多维多面的结构关系约束之
下政策执行主体之间多重互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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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是城乡统筹发展
的重要政策工具，通过建立土地发展权空间转移机
制，有助于实现城市建设用地收益向农村的反哺
( 周其仁，2017) 。自 2005 年率先在部分省市开展
试点至今，增减挂钩政策已在全国各省得到广泛实
施，并于 2016 年被中央确定为支持扶贫开发及易
地扶贫搬迁的重要措施。然而，在“以地谋发展”
的惯性发展模式下，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主导的土地
增减挂钩政策实施具有片面追求挂钩指标而忽视
复垦耕地后期管护和农民利益保护的倾向。尽管
在 2011 年国务院清理检查之后，地方突破周转指
标的项目外运作行为得到明显遏制，但是复垦耕地
管护不力、挂钩指标收益分配不尽合理等问题仍屡
见不鲜，农民只得到失去宅基地的部分补偿，并未
得到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 ( 冯双生等，
2013; 顾汉龙等，2014; 周飞舟等，2015; 易小燕等，
2017) 。
已有研究主要从产权界定以及政策执行两个
方面探讨了增减挂钩政策实施中的土地收益分配
关系，特别是国家－农民间的土地收益分配关系。
从产权界定角度看，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内在缺陷
导致集体土地产权界定不清，土地发展权价值未能
充分实现 ( 谭静，2012; 王振波等，2012; 张 慧 强，
2014; 张安录等，2016) ; 从政策执行角度看，土地整
治项目实施中地方工作理念偏差、公众参与机制不
健全、综合评估滞后以及监督机制缺失等使得农民
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 陈美球等，2012; 谭林丽
等，2014; 上官彩霞等，2016; 姚树荣等，2017) 。上
述研究主要从技术理性角度并采用“自上而下”的
政策执行分析范式研究增减挂钩土地收益分配的
—301—
严金海: 政策网络、行动者互动与土地增减挂钩收益分配
* 项目来源: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编号: 11CGL085)
失衡问题，研究成果丰富，但是尚缺乏对土地收益
分配关系形成的内在逻辑特别是增减挂钩政策的
执行过程中不同主体互动影响的研究。根据政策
过程理论，公共政策的执行是具有不同目标、利益
和资源的多个行动者之间多元复杂互动的过程
( Barrett，2004) 。土地增减挂钩政策的执行包含国
家与农民、中央与地方、条与块之间的复杂互动
( 谭明智，2014; 李元珍，2013，2014) 。由此，要深刻
理解作为政策运行结果的土地收益分配关系的内
在形成逻辑，还需从政策执行过程的角度，置于政
策主体之间的多维度多方面互动过程之中进行系
统分析。
作为当前公共政策研究的主要范式之一，政策
网络分析超越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传
统政策执行研究范式的局限性，认为政策执行过程
是多元行动者在网络结构中互动，并形成一定政策
执行结果的过程( 朱亚鹏，2008; 李元珍，2014; 丁煌
等，2008) ，被广泛运用于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研
究。本文运用政策网络分析方法，从政策执行过程
角度，构建一个增减挂钩政策网络与土地收益分配
关系的分析框架，并以福建省尤溪县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政策实践为例，对土地收益分配关系形成
的内在逻辑进行阐述。这为深入理解土地利益分
配关系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对改善
土地收益分配、优化政策执行效果具有启示意义。
二、增减挂钩政策网络与土地收益分配: 一个分析框架
自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学者率先提出“政策网
络”概念分析政策制定过程以来，政策网络分析已
成为当前政策分析研究的主流范式之一。针对政
策网络如何影响政策结果这一核心问题，学者们分
别从网络结构和主体间互动两个角度进行了解释。
在认识到结构与行为二者同等重要的基础之上，
Mash 等( 2000) 进一步构建了一个政策网络辩证模
型系统阐释政策网络在解释政策结果中的作用。
该模型认为，政策结果反映出网络结构与网络互动
的综合作用，同时政策结果也会引起网络结构关系
的变化，或经学习机制对网络成员的互动行为产生
影响。本文借鉴该模型，以土地增减挂钩政策执行
经验为据，构建了增减挂钩政策网络与土地收益分
配关系的分析框架( 见图 1) 。
图 1 增减挂钩政策网络与土地收益分配关系
首先，挂钩指标收益为形成健全的土地增减挂
钩政策执行网络提供了关键的利益激励。增减挂
钩政策执行涉及到国土部门、县、乡政府以及村集
体( 和村民) 等多个具有不同利益目标、掌握不同
资源的主体。国土部门作为“条条”主管部门掌握
着政策资源和合法性资源，期望通过增减挂钩实现
耕地保护目标; 县、乡政府作为“块块”执行主体掌
握着权威、组织、信息等资源，期望利用政策平台推
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村集体 ( 和村民) 掌握着最
基本的土地资源，期望获得尽可能多的拆旧补偿。
虽然增减挂钩项目为各方利益的增进带来了潜在
机会，但是，由于各方利益诉求存在差异乃至对立，
成本负担也不尽相同，政策实施面临着集体行动的
困难。特别是，受条块分割体制的影响，倘若缺乏
有效工具促成基层政府的主动合作，增减挂钩政策
便会陷入执行困境( 李元珍，2014) 。因此，政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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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者必须通过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将掌握不同资
源的各利益主体纳入增减挂钩政策的执行网络，促
成整个政策网络的有效互动，特别是条块之间的紧
密合作。在增减挂钩政策网络中，挂钩指标收益提
供了影响各方行为选择的关键激励。
其次，土地收益分配关系是在给定的网络结构
关系约束下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多重策略互动的结
果。从政策执行过程来看，政策运行结果是网络结
构与网络互动综合作用的产物。网络结构决定了
各个主体在政策网络中的角色与位置以及这些位
置间的关系，对网络成员之间的互动行为构成了结
构性制约。在一定的结构关系约束下，网络主体之
间的 互 动 和 相 互 作 用 形 成 了 最 终 的 政 策 结 果
( Adam，2007) 。在当前项目制的治理体制下，增减
挂钩政策执行网络结构既包含政府－农民关系，也
包括政府内部纵向的条条关系、块块关系以及横向
和斜向的条块关系。这些结构关系既受外部的政
策网络环境影响，也与各主体在政策实施中所拥有
的资源及相互依赖程度密切相关。挂钩指标收益
在县政府、乡政府以及村集体 ( 和村民) 之间的分
配关系是各利益主体在这个多维度多方面的结构
关系约束下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第三，政策主体的政策学习和政策环境的改变
会引起土地收益分配关系的动态变化。从时间维
度来看，土地收益分配关系并非一成不变。政策网
络主体拥有政策学习能力，能够从自己或他人的以
往经验教训中学习，获取新的信息和知识，习得讨
价还价技能。如果政策网络内的某些行为并未给
参与者带来有利结果，那么他们就会寻求其他更有
利的行动策略 ( Mash 等，2000) 。随着增减挂钩项
目的持续推进，政策主体通过政策学习对项目运行
机制、各方策略行为以及政策实践结果有了更清晰
的认识。当其认为既定的土地利益分配关系不尽
合理时，就会产生改变原先行动策略的内在动力。
同时，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各行动主体所拥有资源
的相对稀缺性及其相互依赖程度也会变化，对主体
之间互动的网络结构关系产生影响。在局部变化
的网络结构关系中，随着政策主体行动策略的改
变，作为策略互动结果的土地收益分配关系随之
变化。
三、增减挂钩政策网络与土地收益分配: 福建省尤溪县的案例分析
在建设用地供需矛盾越来越大同时耕地保护
任务也日趋艰巨的形势下，针对旧村复垦潜力大但
地方积极性不高的现状，福建省于 2010 年出台了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本文基于对三明市
尤溪县的实地调查资料，运用上述理论分析框架，
剖析增减挂钩政策是如何通过土地利益激励机制
设计搭建起一个完整的政策执行网络，促成旧村复
垦项目的积极实施; 同时，这一案例分析也清晰地
表明作为政策运行结果的土地收益分配关系是怎
样内生决定于政策网络运行过程之中的。
( 一) 增减挂钩政策的要点与地方执行过程
根据闽政办〔2010〕43 号文件印发的《关于实
施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意
见》，福建省实施的增减挂钩是指将空心村、危旧
房等农村低效利用的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所形成
的新增耕地指标有偿用于城市经营性房地产用地
占用耕地的占补平衡，指标收益用于旧宅基地复
垦、农村居民搬迁安置及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等。不
同于原国土资源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
管理办法》( 国土资发〔2008〕138 号) 所定义的增
减挂钩，按照福建省的规定，产生新增耕地的旧宅
基地复垦项目与占用耕地的经营性房地产开发项
目不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新增耕地指标可以在全
省范围内跨地区转让; 同时，使用挂钩指标的经营
性房地产开发用地的审批仍按原非农业建设用地
占用耕地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办理，纳入年度建设用
地计划管理，不增加计划外建设用地指标。可见，
福建省的增减挂钩政策本质上是农村旧宅基地复
垦的激励政策，而不是为了增加建设用地指标的找
地政策。
增减挂钩政策的具体过程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 1) 调查摸底与确定项目范围。乡镇政府组织各
村对农村旧宅基地现状和村民意愿进行调查摸底，
将复垦潜力大和投资成本低的旧宅基地纳入整治
范围。( 2) 编制实施方案。旧村整治范围确定后，
由乡镇政府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测量、设计，并
编制项目实施方案。( 3 ) 审查与批准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经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后，由县国土部门组
—501—
严金海: 政策网络、行动者互动与土地增减挂钩收益分配
织农业、水利、财政等有关部门进行审查。审查通
过后，再上报县政府批准实施。( 4) 先行核定增减
挂钩指标。对县政府批准实施的项目实施方案，由
县国土与农业部门联合上报市国土与农业部门进
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再由市国土部门上报省国土厅
先行核定增减挂钩指标。( 5) 指标交易。省国土
厅核定指标后，将项目和指标信息录入全省指标交
易平台。通过该平台，出售指标的县与需要购买指
标的县进行对接，协商交易数量与价格，并签订指
标转让合同。( 6) 资金拨付与项目实施。指标交
易收益缴入县财政部门设立的农村土地整治资金
专户，实行专款专用。资金使用，由乡镇政府提出
申请，经县长批准后，资金拨至乡镇农村土地整治
专户，由乡镇政府组织实施拆旧、建新及旧宅基地
复垦。( 7) 项目验收与指标结算。旧村复垦工程
完成后，由国土部门对新增耕地的数量和质量、土
地利用结构变化、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验收。验收
工作分为县级初验、市级验收和省级检查三个阶
段。在验收合格后，省国土厅根据新增耕地面积认
定结果，结算土地增减挂钩指标。
( 二) 土地利益激励机制的设计与增减挂钩政
策执行网络的搭建
上述增减挂钩政策的实施过程表明，该项政策
的执行需要省、市、县三级国土部门，县、乡两级政
府，以及村集体( 和农民) 等多个主体的共同参与。
那么，是什么促成了各方的通力合作呢? 其实，早
在 2005 年，为了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福建省国土资
源厅就已出台《关于开展村庄旧宅基地复垦试点
工作的通知》( 闽国土资综〔2005〕375 号) ，并由省
级财政按照新增耕地每亩 1. 8 万元的标准给予资
金补助，但是试点工作进展不大，2006—2009 年全
省共开展 7 批 105 个旧宅基地复垦项目，新增耕地
0. 43 万亩，其中三明市尤溪县在此阶段没有开展
旧宅基地复垦项目。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表面上
看是由于补助标准低、复垦资金筹措困难，但最根
本的原因还是缺乏强激励，各方特别是县、乡政府
没有积极性执行这项无利可图，却要耗费资源、甚
至招来风险的部门政策。
与上述执行困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0 年
以来福建省农村土地整治和增减挂钩政策在地方
县市得到积极推进，关键就是省政府通过一系列制
度设计为各方参与旧村复垦提供了土地利益激励，
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增减挂钩政策执行网络。具
体制度设计包括: ( 1) 通过调整建设占用耕地的审
批规定创造了挂钩指标需求。文件规定，凡是经营
性房地产开发用地占用耕地的，在办理农转用和土
地征收审批时，县( 市、区) 政府必须使用旧村复垦
后形成的耕地所产生的指标。这条规定为旧村复
垦新增耕地指标创造了较为稳定的、支付意愿高的
指标需求。2010—2017 年全省商服用地和商品住
房用地出让面积达到 13. 33 万亩，按照出让土地面
积来自新增建设用地的 76%的平均比例，这意味着
挂钩指标需求高达 10. 11 万亩。( 2) 在指标交易机
制上创设挂钩指标全省交易的准市场机制。省国
土资源厅建立了挂钩指标的省级交易平台，由供需
双方协商指标交易数量和价格。这为在全省范围
内由市场机制来配置挂钩指标资源提供了制度保
障，有助于充分显化挂钩指标、特别是偏远山区耕
地指标的价值。指标实际交易价格一度突破最高
价格( 30 万元 /亩) 管制，达到 40 万元 /亩的高价。
( 3) 灵活安排挂钩指标生产与交易的先后顺序。
在指标生产与交易的过程管理上，采取挂钩指标先
行核定与交易、再启动项目实施、最后进行跨期结
算的做法。挂钩指标交易的标的不是已经生产出
来的新增耕地指标，而是省国土资源厅根据县政府
批准的旧村复垦实施方案所核定的指标。这种先
交易再生产的做法解决了旧村复垦项目筹资难的
问题，进一步提高了增减挂钩项目对地方县、乡政
府的吸引力，但是也蕴含着项目实际完成指标数达
不到先行核定指标数的道德风险。( 4) 实行激励
与约束相结合的旧宅退出机制。一方面，对村民零
星建房严格控制，禁止“一户多宅”，村民新建住宅
必须签订旧宅基地退还协议，退还旧宅基地。另一
方面，对空心村、空心房这类不需进行安置的旧村
复垦，在拆旧时依法给予经济补偿。对列入造福工
程、实行异地搬迁的旧村复垦项目，村民搬迁退出
的旧房参照当地重点项目建设的房屋拆迁补偿标
准给予补助，并统一规划建设安置房。
这些制度安排通过显化旧村复垦所释放出的
新增耕地指标的市场价值为各方合作提供了巨大
的利益空间，从而将县、乡政府乃至村集体 ( 和农
民) 等利益相关方纳入增减挂钩政策网络。为推
—601—
《农业经济问题》( 月刊) 2019 年第 7 期
动增减挂钩工作，尤溪县政府和乡镇政府分别成立
了由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乡镇
政府还成立了乡镇土地整理中心，每年县政府将年
度旧村复垦任务层层分解下达至乡镇和村，并把旧
村复垦工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
( 三) 土地收益分配的过程与结果
挂钩指标收益为增减挂钩政策实施提供了关
键的利益激励，其实际分配过程包括县－乡之间的
初次分配以及乡 －村之间的二次 分 配 两 个 阶 段
( 图 2) 。
图 2 挂钩指标收益分配的阶段与流向
首先，交易资金到位后，在县财政与乡镇之间
按比例进行初次分配。分配比例在不同类型乡镇
有明显差异，并于 2015 年在部分乡镇出现调整。
按乡镇是否属于省级或市级综合改革试点小城镇
来分类，对于不属于综改试点小城镇的 12 个一般
乡镇，2015 年 前 县 财 政 提 留 22%，乡 镇 得 78%，
2015 年后县财政提留比例提高到 42%，乡镇分配
比例降为 58%; 对于属于省级综改试点小城镇的 A
镇，县与乡镇一直按 2%和 98%的比例进行分配;
对于属于市级综改试点小城镇的 B 镇和 C 镇两个
乡镇，分配比例同样未出现变化，县财政提留 22%，
乡镇得 78%。
其次，乡镇采取村包干的方式将项目资金拨付
至村，并获得扣除包干费用后的全部剩余分成收
益。包干标准在不同乡镇略有差别，平均水平从起
初的每亩复垦土地 7 万元提高到 2015 年以后的每
亩复垦土地 8 万元。包干资金主要用于农户的拆
旧补偿和土地的整理复垦等费用支出，通常土地复
垦成本平均每亩 1 万元，拆旧补偿标准按房屋结构
每平方米 100～120 元不等。支付完拆旧补偿和土
地复垦费用后的节余包干资金由村集体留存。
至 2016 年 5 月，尤溪县已实施旧村复垦项目
49 个，旧宅复垦 2739. 75 亩，先行核定增减挂钩指
标 1913. 92 亩，完成交易指标 1838. 07 亩，交易总
金额 53342. 03 万元。按上述分配标准，以尤溪县
已交易指标 29. 02 万元 /亩的平均交易价格来计，
在不属于综改试点小城镇的 12 个普通乡镇，挂钩
指标总 收 益 在 县、乡 镇 和 村 之 间 的 分 配 关 系 在
2015 年前约为 22∶54∶24，表现为橄榄型的结构，
在 2015 年后约为 42∶30∶28，表现为倒金字塔型
的结构; 在 1 个省级综改试点小城镇，分配关系在
2015 年前后分别为 2∶74∶24 和 2∶70∶28，县提
留的 2%收益主要用于项目开展的本级工作经费;
在 2 个市级小城镇，分配关系在 2015 年前后则分
别为 22∶54∶24 和 22∶50∶28。
这里的土地收益分配关系具有以下两个鲜明
特征: 一是从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来看，虽
然近年来农民所得比例略有提高，但是旧宅被拆迁
的村庄与农民直接得到的土地收益不超过 30%，至
少 70%的土地收益为县和乡镇政府所提留。这与
已有文献对江苏、湖北等宅基地置换或增减挂钩项
目的调查发现 ( 易小燕等，2017; 张安录等，2016)
相一致，反映出政府主导的增减挂钩项目，不论是
否涉及建新安置，大多数收益都为政府所得。二是
从政府内部的分配关系来看，土地收益分配具有时
空差异，承担小城镇建设试点任务的乡镇获得了更
多的土地收益分成，对于普通乡镇，土地收益分配
从初期的乡镇占大头转向现在的县为主体。
以 2014 年和 2015 年为例，表 1 给出了分配关
系调整前后三类乡镇旧村复垦项目挂钩指标收益
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实际分配结果。2014 年省
级综改试点小城镇 A 镇增减挂钩指标交易收益共
12550. 30 万元，县财政提留了其中的 251. 01 万元，
村包干 所 得 为 3027. 22 万 元，其 中，复 垦 成 本 为
325. 07 万元，在支付村包干费用后，镇政府实际获
得 9272. 07 万元收益。4 个普通乡镇挂钩指标交
易收益共 4322. 82 万元，县和乡镇实际分别获得
951. 02 万元和 2329. 08 万元的收益，村包干所得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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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72 万元，其中，复垦成本为 193. 4 万元。2015
年 A 镇新实施的旧村复垦项目数减少，县财政分
配 得 到 100 余 万 元 指 标 收 益，村 包 干 所 得 为
1460. 32 万元，其中复垦成本为 241. 67 万元，镇政
府共获得 3731. 04 万元的实际收益。2 个市级小
城镇挂钩指标交易收益共 3998 万元，县财政分得
879. 56 万元，村包干所得为 1102 万元，其中，复垦
成本为 147. 4 万元，乡镇实际所得为 2016. 42 万
元。6 个普通乡镇挂钩指标收益共 8855. 8 万元，
县财政分得 3719. 43 万元，大于乡镇实际所得的
2695. 16 万元，村包干所得共 2441. 2 万元，其中复
垦成本 375. 69 万元。
表 1 2014—2015 年尤溪县三类乡镇旧村复垦项目挂钩指标收益分配结果
实施年份 乡镇类型
项目数
( 个)
挂钩指
标规模
( 亩)
指标交
易金额
( 万元)
县财政提
留金额
( 万元)
乡镇最终
实际收益
( 万元)
村包干所得( 万元)
合计
其中:
复垦成本
I 5 432. 46 12550. 30 251. 01 9272. 07 3027. 22 325. 07
2014 III 4 148. 96 4322. 82 951. 02 2329. 08 1042. 72 193. 4
I 3 182. 54 5297. 31 105. 95 3731. 04 1460. 32 241. 67
2015 II 2 137. 75 3997. 98 879. 56 2016. 42 1102 147. 4
III 8 305. 15 8855. 80 3719. 43 2695. 16 2441. 2 375. 69
注: 表中Ⅰ、Ⅱ、Ⅲ分别代表省级综改试点小城镇、市级综改试点小城镇和普通乡镇
( 四) 土地收益分配关系的形成逻辑: 结构关
系制约下的行动者互动结果
作为政策运行结果，土地收益分配关系是政策
网络主体在一定的网络结构关系制约下多重互动
的产物。在增减挂钩政策执行网络中，以县级政府
为中心，形成了上级国土部门与县级政府之间的条
块关系、县级政府与乡镇政府之间的块块关系以及
乡镇政府与村庄之间的乡村关系这三重主要的结
构关系。在以资源交换为特征的条块关系约束下，
国土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结果决定了由谁
来主导挂钩指标收益的分配和使用决策。在县级
政府占支配地位的块块关系约束下，县乡互动的结
果决定了挂钩指标收益在基层政府之间的分配关
系。村民能从项目实施中获利多少则取决于在权
力不对等的乡村关系约束下官民之间的讨价还价。
1. 条块互动与土地收益分配决策的自由裁量
权。现行的增减挂钩政策并没有对挂钩指标收益
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作出具体量化规定，只
是对指标收益用于哪些用途作了原则性规定: 土地
整治专项资金首先用于支付村民拆旧补偿和复垦
费用，剩余部分用于新村及小城镇基础设施、公共
设施建设; 县( 市、区) 、乡( 镇) 的工作经费合计不
得超过挂钩指标交易金额的 5%。这项模糊规定实
际上赋予了政策执行主体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来决
定挂钩指标收益该如何分配和使用，也为地方将挂
钩指标收益统筹使用于小城镇基础设施、公共设施
建设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土部门与地方政府是掌
握土地收益分配政策执行自由裁量权的两个关键
主体。从部门利益来看，国土部门推动增减挂钩的
主要政策目标是增加耕地指标，保证复垦新增耕地
达到既定数量，满足规定质量标准。对地方而言，
其推动旧村复垦工作背后的逻辑是“土地－发展”
逻辑，就是要利用增减挂钩指标收益来增加地方可
用财源，为地方推进小城镇建设、拉动社会经济发
展提供资金。在以资源交换为特征的条块关系约
束下，为确保补充耕地政策目标的实现，国土部门
实际上是以挂钩指标收益分配和使用的决策主导
权作为交换促成了掌握行政资源的地方政府对旧
村复垦工作的积极推动。双方这种基于资源交换
的互动关系在以下两个典型事实中得到充分体现:
一是省、市两级国土部门对块块项目实施结果的合
法化认定。市国土局验收内容虽然除了新增耕地
指标外，还包括资金使用情况是否合法合规，拆迁
安置补偿费用是否到位，但是并不涉及到拆迁安置
补偿标准和资金分配比例。省国土厅检验标准则
仅是新增耕地指标。二是国土部门对先行核定指
标比例的动态调整。在政策实施之初，该比例一直
按 85%来执行。但是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出现了一
些地方实际新增耕地指标少于先行核定指标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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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这影响到国土部门的耕地保护目标。作为回
应，省国土厅对政策做出调整，将先行核定指标比
例与各县已实施项目的指标完成比例挂钩，从而通
过影响地方的实际土地收益来约束地方的重指标
收益、轻土地复垦的行为倾向。
因此，在以资源交换为特征的条块关系约束
下，地方政府在与上级国土部门的互动中以完成新
增耕地指标作为交换得到土地收益分配与使用的
决策主导权。
2. 县乡互动与收益分成激励工具的自由裁量
运用。土地收益在县与乡之间的分配关系表现为
挂钩指标收益的按比例分成，这可视为作为任务委
托方的县政府对乡镇政府完成任务所采取的收益
分成激励。同时，分成比例在乡镇之间的差别安排
以及时间维度上的动态调整又显示出县政府对分
成激励工具使用的支配性和灵活性。
其一，按比例进行挂钩指标收益分配体现出占
支配地位的县级政府对乡镇政府的经济激励。县
乡关系是科层制组织中的上下级关系。作为上级
决策的执行者，乡镇在县乡关系中处于“责大、权
小、能弱”的地位。随着税费改革和乡财县管的财
政体制改革，财权被上收的乡镇政府在乡镇财政的
“空壳化”中对县级政府的依附加强，乃至沦为县
级政府事实上的派出机构 ( 付伟等，2015) 。在压
力型体制下，向上跑项目、将项目捆绑已成为生存
于压力型任务与资源匮乏困境中的基层政府开辟
财源、完成任务、实现地方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
( 折晓叶等，2011) 。与向上跑来的竞争性项目不
同的是，依托增减挂钩政策的旧村复垦项目是属于
规模不受限制的上级部门鼓励项目，既可分担完成
难度越来越大的补充耕地任务* ，又能得到可用于
城乡建设投资的预算外收益。为激励乡镇超计划
完成旧村复垦任务，县级政府一方面采取目标责任
制的方式依靠行政考核对乡镇进行施压，另一方面
采取收益分成的方式依靠经济利益对乡镇进行
诱导。
其二，在政策实施之初，由于对如何顺利开展
旧村复垦项目缺乏基本经验可循，为确保增减挂钩
项目的如期完成，对乡镇政府提供积极探索的强激
励是县政府的务实选择。因此，乡镇收入分成比例
达到 78%以上。随着旧村复垦项目的持续推进，项
目实施已有成熟经验，乡镇主观能动性已被充分调
动，这时对收益分成比例进行适当调整不会遭遇乡
镇的极力反对，因为对负债严重、财源不足、已从旧
村复垦中尝到甜头的乡镇来说，土地收益是乡镇重
点项目建设投融资的重要资金来源，尽管降低分成
比例会减少乡镇所得，但其仍然会积极推动旧村复
垦工作。从县政府的需要来看，受 2015 年以来经
济较低迷、房地产市场和土地市场疲软的影响，县
财政可用财力持续减少，税收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
分别从 2013 年的 5. 81 亿元和 8. 49 亿元连续下降
到 2015 年的 4. 5 亿元和 2. 15 亿元，财政收支矛盾
异常尖锐＊＊，支出压力日益加大，提高挂钩指标收
益县级分成比例成为短期内快速增加县级收入的
一项有效措施。因此，主观需要和客观可行共同促
成了 2015 年以来县级分成比例的提高。
其三，在不同类型乡镇的歧视性分成比例体现
出这些乡镇在县域版图中不同的政治、经济地位。
省试点镇在全县经济实力最强，承担着小城镇综合
改革建设多项任务，对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有着举足
轻重的影响，其建设情况也受到上级政府的重点关
注＊＊＊。对省试点镇，县将除本级工作经费之外的挂
钩指标收益全部返还，体现出县政府对其改革发展
的财力支持，有助于试点镇加快推进小城镇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例如，A 镇现有的基础设
施建设资金就是主要依靠土地增减挂钩指标收入
和专项转移支付资金，2010 年至 2015 年该镇土地
增减挂钩 878. 74 亩，资金收入超过 2. 5 亿元。同
样，县级政府也需要对市级小城镇的改革建设提供
政策支持。因此，为增加本级政府挂钩指标所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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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长期以来，补充耕地的主要方式是林地和未利用地的开发，但是开发潜力已经日益不足
作为财政转移支付县，尤溪县面临很大的财政压力，负有较高的政府性债务，以 2015 年为例，全年公共财政支出达到 21. 11 亿元，而
地方级一般公共财政收入 7. 34 亿元，2015 年止负有偿还责任的政府性债务总额为 37. 36 亿元
按照《三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明市推进省小城镇综合改革建设试点镇和市中心乡镇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明政文〔2010〕114
号) ，对省试点镇和市中心乡镇综合发展情况和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绩效评估和考核奖励，考评结果作为市委、市政府对县工作考核的重要
内容
益，2015 年县级政府在维持省试点镇和市级小城
镇分成比例的同时，调低了普通乡镇的分成比例。
综上，县乡土地收益分配凸显了在县乡互动中
占支配地位的县级政府根据政策环境对收益分成
激励工具的自由裁量运用。
3. 权力不对等的乡村互动与农民对土地增值
收益的分享。从前述分配过程来看，政府与农民之
间的土地收益分配具体发生在乡镇政府与村庄之
间，表现为村集体和农民获得按照固定补助标准计
算的挂钩指标生产补偿，乡镇政府得到剩余的全部
土地收益分成收入。这种分配方式可视为土地收
益在挂钩指标生产成本与剩余经济利润之间的分
配，两者之间呈此消彼长的关系。村集体和农民仅
得小部分土地收益的不对称分配结果，体现出了权
力不对等的乡镇 －村庄互动中农 民 的 弱 势 谈 判
地位。
从乡－村关系来看，尽管根据法律规定，村庄是
自治实体，乡镇与村级组织的关系是“指导－协助”
关系，但是在实践运行中乡镇对村庄实行行政化的
控制，村级组织俨然成为隶属于乡镇的科层制组织
( 赵树凯，2005; 黄杰华等，2013) 。在以乡镇为业主
的项目运作模式下，增减挂钩项目对于村庄来说是
一种自上而下的输入式项目。为了激发村级组织开
展旧村复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乡镇政府一方面采
取目标责任制的管理方式将乡镇任务分解到各村，
根据各村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对村两委进行考核和奖
惩，另一方面采取村级包干制，按土地整治面积给予
项目补助资金。对乡镇来说，既要控制包干费用以
便获得更多挂钩指标收益留存，又要确保旧村复垦
工作按期推进，无矛盾纠纷和群众上访。
由于拆迁补偿和土地整治工程费用都从项目
补助资金中支出，项目补助标准成为村级组织与乡
镇讨价还价的焦点。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乡镇对村
庄的行政性控制，再加上村级组织在知识、信息和
集体行动能力等方面的不足，村集体在与乡镇的讨
价还价中处于权力严重不对等的弱势地位。这就
使得乡镇在项目补助标准的确定中占据绝对的优
势地位，由此导致项目补助标准遵循的是有限的成
本补偿原则，而不是与挂钩指标交易金额挂钩的增
值收益共享原则。按此原则，项目所涉及的村集体
和农民实际所得到的收益仅是按房屋面积、质量、
土地面积等标准计算得到的拆旧补偿，而不能直接
分享到宅基地复垦释放出的土地增值收益。为了
进一步控制拆旧补偿成本以及保持项目之间的统
一性，各乡镇都制定了本地的房屋和地面附着物拆
除补偿标准。尽管县－乡土地收益分配比例在不
同类型乡镇有明显差异，但是各乡镇所实施的拆旧
补偿标准却基本一致。
不过，村集体和农民在与乡镇讨价还价过程中
的弱势表现也会随着自身认知的提高以及资源相
对稀缺性的改变而发生一定变化。一方面，在增减
挂钩项目实施过程中，原先知识匮乏和信息不足的
村集体和农民通过政策学习获得了更多知识和信
息，不仅对挂钩指标收益来源有了更多认识，而且
对指标交易金额和政府收益有了更多了解。这些
新认知和信息会促使村集体和农民改变对原有补
偿标准容易接受的态度，转而采取各种方式要求提
高项目补助标准。另一方面，随着增减挂钩项目的
持续推进，可用于复垦的存量旧宅基地资源越来越
少，提高了土地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使得掌握宅
基地资源的村集体谈判地位得到一定提升，从而迫
使乡镇政府对其提高项目补助标准的利益诉求做
出积极回应。
此外，在不同类型项目中增减挂钩项目所在的
村集体和农民所得到的收益也存在一定差异。在
少数与下山脱贫、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以及造福工程
偏远山区搬迁工程结合起来开展的旧村复垦项目
中，项目所涉及的村民能以较低的购房支出得到一
套乡镇政府统一规划和建设的安置房，从而获得了
更多实惠。但是，对于绝大多数针对空心村、空心
房的旧村复垦项目来说，由于不需进行安置，村集
体和农民未能得到更多实际收益，仅是获得拆旧补
偿。这也是增减挂钩项目为什么主要选择空心村、
空心房的原因所在。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政策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增减挂钩
政策执行网络与土地收益分配关系的分析框架，并
以福建省尤溪县为例，描述和分析了土地增减挂钩
政策执行网络结构、行动者互动与挂钩指标收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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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 ( 1) 通过挂钩指标的先行核定、跨市
域交易和经营性用地耕地占补平衡必须使用挂钩指
标等一系列制度设计，市场价值得到充分显化的旧
村复垦新增耕地指标交易为形成健全的增减挂钩政
策执行网络提供了关键的经济激励; ( 2) 作为政策运
行结果，挂钩指标收益分配关系内生决定于增减挂
钩政策网络运行过程之中，是多维度多方面的结构
关系约束下相关政策主体之间多重策略互动的结
果。在以资源交换为特征的条块关系约束下，县级
政府在与上级国土部门的互动中以完成新增耕地指
标作为交换获得土地收益分配和使用的决策主导
权。在县级政府占支配地位的块块关系约束下，挂
钩指标收益在县—乡之间的初次分配表现为按比例
分成。分成比例在乡镇之间的差别安排和时间维度
上的动态调整体现出县级政府根据政策环境对收益
分成激励工具的自由裁量运用。在权力不对等的乡
村关系约束下，挂钩指标收益在乡—村之间的二次
分配表现为村集体和农民获得固定补偿，乡镇得到
全部的剩余分成收益。由于乡村互动中的弱势地
位，绝大多数项目中农民所得补偿不足 30%的土地
收益。随着政策的持续推进，通过政策学习，村集体
谈判地位的提升促使拆旧补偿标准有所提高。
本文的研究表明，政策网络、行动者互动与土
地收益分配关系的分析不仅为理解土地收益分配
形成的内在逻辑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改善土
地收益分配、优化政策执行结果提供了重要启示。
首先，应辩证看待挂钩指标收益在旧村复垦项目运
行中的激励作用，对指标收益激励机制设计做出必
要调整。为减少指标收益激励对土地收益分配关
系的不利影响: 一方面，可以由省级政府出台政策
明确规定县和乡镇政府按规定用途统筹使用挂钩
指标收益的最大比例和挂钩指标收益用于项目所
在村支出的最低比例，减少地方政府对挂钩指标收
益分配与使用的自由裁量权使用空间; 另一方面，
可以将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计划指标分配与旧村复
垦补充耕地完成情况相挂钩，运用指标分配奖励激
励来完善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设计，减少上述收
益分配政策调整对地方积极性产生的不利影响。
其次，鼓励地方积极探索农民自主型的增减挂钩模
式。可以根据旧村复垦项目性质，在政府主导型模
式之外进行探索尝试。例如，对于与异地扶贫搬
迁、地质灾害点搬迁等民生工程结合起来开展的旧
村复垦项目，可继续采取政府主导型的运作模式，
充分发挥项目制下地方政府在整合各类国家和省
级项目资金使用中的组织优势，实现项目综合效益
的最大化。对于针对空心村、空心房这类不需进行
建新安置的旧村复垦项目，转变增减挂钩运行模
式，变政府主导为农民自主，由村集体和农民作为
项目业主自主实施增减挂钩项目，形成以村集体和
农民为中心的政策执行网络结构，在增进农民福利
的同时实现补充耕地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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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Network，Actors’Interactions and Land Interest Distribution:
A Case of Youxi County，Fujian Province
YAN Jinhai
Abstract: From the aspect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this essay analyzes the basic logic of
land interest distribution outcome of the increasing versus decreasing balance’land－use policy by ap-
plying policy network approach. The policy practice in Youxi County，Fujian Province is used as the ex-
ample.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 1) The trading of new arable land quota in the provincial market
provides the critical land interest incentive for stakeholders to form the sou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net-
work，and the income of land quota transaction is firstly distributed between county government and
township government and then distributed between township government and rural collectives;
( 2) Under the model dominated by governments，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holds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policy network and grasps the decision－making power on land interest distribution during its interaction
with superior land bureau. The variances of land income sharing proportion between municipal and
county government across space and over time indicate that municipal government actively uses the land
income sharing as an incentive tool with its discretionary power during its interaction with county gov-
ernment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policy environment. During the asymmetr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county government and rural collectives，the rural collectives who are in the edge of network gain only
compensation with fixed standards while the county government retains all the remaining land sharing
income; ( 3) In all，land interest distribution is endogenously determined in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pol-
icy network，and the outcome of mutual strategic interactions among policy actors under the multipl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of policy network.
Key words: Policy network; Actors’interaction; Increasing versus decreasing balance’land－use
policy; Land interest distribution; Policy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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